
中文参考译文 � 美杰华咨询 | 移事通科技 1

原文第 1 页 � 中文译文

引用为 25 I&N Dec. 445 (BIA 2011)

临时决定第3708号

D-R-案，被申请人

2011年4月6日裁定

美国司法部

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

移民上诉委员会

(1) 被申请人在其难民申请中故意遗漏其曾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担任特别警察的事实，在此期间他服役于

塞族共和国武装部队下属的一个实体，该遗漏可能影响或左右政府是否给予其难民身份的决定，因此属

于对重要事实的故意虚假陈述。

(2) 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37(a)(4)(D)条，8 U.S.C. § 1227(a)(4)(D) (2006)，被申请人可被驱逐出境，

因为全部记录支持以下结论：他协助了其所在部队参与抓捕的2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法外处决，包括有

关其指挥责任、其在场、其排的积极参与的证据，以及认定他必定知道许多其他处于类似情况的波斯尼

亚穆斯林几天前已在附近被处决。

(3) 移民法官可以从整体记录中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作出合理推断，并且当记录支持对证据的其他合理

解读时，不必接受被申请人的说法。

(4) 专家证人的广义定义是：因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并拥有将有助于移民法

官理解证据或认定争议事实的专门知识的人。

被申请人代理律师：Richard A. Kulics，Esquire，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国土安全部代理律师：Charles W. Baccus，助理首席法律顾问

审理者：委员会合议庭成员：GRANT、MALPHRUS和MULLANE。

MALPHRUS，委员会成员：

被申请人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民及公民，并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其就移民法官2009年11月24日作

出的书面决定提出上诉，该决定认定被申请人因其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担任特别警察的行为而可被驱逐

出境，并命令将其从美国驱逐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移民法官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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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在其难民申请中遗漏其曾担任特别警察的事实，构成对重要事实的故意虚假陈述，从而使其根

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37(a)(1)(A)条，8 U.S.C. § 1227(a)(1)(A) (2006)，作为在入境时根据该法第

212(a)(6)(C)(i)条，8 U.S.C. § 1182(a)(6)(C)(i) (2006)，不可入境的外国人而可被驱逐出境。移民法官还认

定，国土安全部（“DHS”）已以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法

外处决，因此根据该法第237(a)(4)(D)条可被驱逐出境。因此，移民法官命令将被申请人从美国驱逐出境。

被申请人主张，其在难民申请中的遗漏不构成重要事实的虚假陈述，且移民法官进行了不允许的推测以

认定其协助了法外处决。他还主张，由于下级程序中的律师未对国土安全部的书面证据和证词提出异议

，其被剥夺了公正的听证，并提出其他据称应发回重审或终止程序的主张。国土安全部提交了反对上诉

的答辩状。上诉将部分获准、部分驳回，并将案件发回进一步审理。

我们审查移民法官作出的事实认定，以确定其是否“明显错误”。8 C.F.R. § 1003.1(d)(3)(i) (2010)；另见 

Matter of S-H-, 23 I&N Dec. 462 (BIA 2002)。我们对所有法律、自由裁量和判断问题，包括当事人是否满足

相关举证责任的问题，进行重新审查。8 C.F.R. § 1003.1(d)(3)(ii)；另见 Matter of H-L-H- & Z-Y-Z-, 25 I&N 

Dec. 209 (BIA 2010)。

I. 事实与程序历史

波斯尼亚战争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内战。战争于1991年至1995年间在由塞族主导的塞族共和国与由波

斯尼亚穆斯林主导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之间进行。战前，被申请人在塞族共和国担任警察21年

，专门训练犬只搜寻毒品和罪犯。内战期间，根据塞族共和国宪法，塞族共和国内务部警察部队（称为

“MUP”）成为塞族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一部分。

在此期间，被申请人受雇为特别警察，并于1995年夏天被分配到内务部亚霍里纳训练中心的特别警察旅

，该中心由Dusko Jevic监督。在那里，被申请人担任

446



中文参考译文 � 美杰华咨询 | 移事通科技 3

原文第 3 页 � 中文译文

引用为 25 I&N Dec. 445 (BIA 2011)

临时决定第3708号

训练中心第2连第3排排长，约有25名特别警察在其指挥下。其职责包括担任犬只训练教官以及训练警察

保卫或守卫道路和管制交通。被申请人的排和另外两个排由Nedjo Ikonic指挥。

战争最后的主要事件之一是后来被称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事件，1995年7月，塞尔维亚部队控制了波

斯尼亚东部的一个联合国安全区，并在1周内处决了5,000至7,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为证明其

案件，国土安全部提交了专家证词以及来自海牙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波

斯尼亚战争罪法庭的文件。

移民法官认定具有相关性和证明力的书面证据包括国务院报告、ICTY审判判决的认定，以及战争期间战

地官员实时派遣报告的副本，这些报告在战后被ICTY查获。证据还包括ICTY检察官在起诉Vidoje 

Blagojevic和Dragan Jokic的程序中汇编的一段5分钟视频，以及一名贝尔格莱德独立电影制片人拍摄的视频

中的照片图像，两者主要显示1995年7月13日布拉图纳茨-孔耶维奇波列公路沿线被俘的波斯尼亚穆斯林。

见 Prosecutor v. Vidoje Blagojevi� and Dragan Joki�, Case No. IT-02-60-T, Trial Judgement (Int’l Crim. Trib.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Jan. 17, 2005), http://www.icty.org/x/cases/blagojevic_jokic/tjug/en/bla-050117e.pdf。

记录还包括MUP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在战争期间在特别警察旅服役。国土安全部刑事研究专家Richard 

Butler曾在ICTY担任军事分析师，他就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东部发生的军事行动作证，包括与斯雷布

雷尼察大屠杀具体相关的行动。移民法官认定其专家证词可信且有说服力。

证词和证据显示，当塞尔维亚军队占领斯雷布雷尼察、波斯尼亚穆斯林逃离该地区时，数千人被处决。

见，例如，Prosecutor v. Radislav Kristic, Case No. IT-98-33-T, Trial Judgement (Int’l Crim. Trib.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ug. 2, 2001), http://www.icty.org/x/cases/krstic/tjug/en/krs-tj010802e.pdf [以下简称 ICTY Kristic Trial 

Judgement]（“当他们数千人试图逃离该地区时，被俘、在残酷条件下被拘留，然后被处决。”）。

Butler作证称，当塞尔维亚军队占领斯雷布雷尼察时，亚霍里纳训练中心指挥官收到紧急消息，要求守卫

孔耶维奇波列与Kravika村之间的布拉图纳茨-孔耶维奇波列公路，这是逃离的波斯尼亚穆斯林穿越崎岖山

地地形的关键逃生路线。Butler解释说，被申请人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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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来自训练中心的人一起，于7月12日抵达该道路，并至少停留至7月19日。在那周期间，他们没有离

开该地区，甚至睡在户外。

在那里期间，被告的排和其他人确保或守卫了道路的各路段，并与陆军部队和其他特种警察在周边山区

联合开展“扫荡”行动，以确保道路及附近地区没有逃离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巴特勒的证词引用了在案

证据中的一份实时战地报告，该报告称“两支MUP连队[包括]养犬与训练中心的部分部队[由被告领导]已

封锁该地区，正在与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剩余穆斯林部队作战。”巴特勒还作证称，在1995年7月12日至7

月18日期间，许多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这条道路的各个路段投降或被俘，战地通讯显示MUP几乎完全负责

确保道路安全。

1995年7月13日上午，总共约1,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孩（年龄最小15岁）在布拉图纳茨-孔耶维奇

波列道路的不同地点投降，包括桑迪奇-诺维齐地区，该地区正是被告作证称他和他的排驻扎的道路区域。

证据显示，波斯尼亚穆斯林被食物、水和人道待遇的承诺引诱走出崎岖地形。投降者被带到克拉维察村

的一个仓库，乘坐由数十辆卡车和公共汽车组成的车队，行驶在被告及其手下协助巡逻的布拉图纳茨-孔

耶维奇波列道路上。在该仓库，距离被告在道路上的位置不到2英里，MUP在2小时内枪杀了约1,000名男

子和男孩。巴特勒作证称，他们随后被埋入乱葬坑。

7月16日或17日，伊科尼奇指挥下的第2连特种警察旅，包括被告的排以及来自布拉图纳茨旅的两支陆军部

队，参与了一次联合扫荡行动，导致在布拉图纳茨-孔耶维奇波列道路沿线俘获约2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

子和男孩以及4名幼童。

耶维奇是第2连特种警察旅驻地训练中心的指挥官，通过电视视频代表被告作证。根据其本人的证词，耶

维奇负责将这些人装上公共汽车。耶维奇指挥下的人员，包括被告的排，在这些人被带走之前将他们装

上公共汽车。耶维奇说，他的理解是这些人将被带到兹沃尔尼克，他不可能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耶维

奇还表示，他从未下令杀害这些或任何其他被俘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此外，他说他不知道他指挥下的任

何人，包括被告，曾下令杀害这些或任何其他被俘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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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争议的是，被俘的200人此后均杳无音讯。1 根据巴特勒的证词，他们显然被非法杀害，方式可能与

克拉维察仓库中的男子类似。巴特勒还作证称，在这200人被俘时，波斯尼亚穆斯林遭到大规模处决一事

已广为人知。

四年后，即1999年6月，被申请人作为难民获准进入美国，随后于2002年1月将其身份调整為合法永久居民。

被申请人在其难民身份申请中遗漏了他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曾在塞族共和国担任特警的事实。2 他作证称

，他遗漏这一信息是因为协助他完成申请的国际移民组织（“IOM”）工作人员告诉他，如果他披露曾

担任警察的前职，他将失去难民资格。被申请人主张，证据不能证明这一遗漏构成《移民与国籍法》第

237(a)(1)(A)条所指的对重要事实的故意虚假陈述。

此外，被申请人声称，移民法官进行了不当推测，认定他“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法外处决，因而根

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37(a)(4)(D)条可被驱逐。被申请人不争辩，当200名男子（他称均为成年士兵）向

当时在场的警察和军事部队投降时他在场，他说陆军用巴士将他们带走。他说他不知道这些人被带往何

处或会遭遇什么。他还否认在战争期间担任特警时曾听说过克拉维察仓库杀戮或任何其他对波斯尼亚穆

斯林的大规模处决。

1 与其他人员一起被俘的四名儿童被带往别处，未受伤害。

2 在回答难民申请生物信息表（G-325C表）中关于其就业的问题时——他于1998年9月签署该表——被申

请人表示，从1992年5月至今，他“失业（兼职工作）”。此外，在其于1999年10月签署的难民申请I-590

表（难民分类登记表）上，被申请人表示其兵役仅为1970年至1971年在南斯拉夫卫队部队担任列兵。后来

，在填写永久居留申请时，被申请人在I-485表（登记永久居民或调整身份申请表）中关于兵役的问题上

回答“无”，尽管移民法官未处理该申请中任何虚假陈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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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A. 重要事实的虚假陈述

我们同意移民法官的意见，即被申请人在其难民身份申请中遗漏了他在塞族共和国担任特警的事实，构

成对重要事实的故意虚假陈述，这使他作为入境时不可入境的外国人，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

237(a)(1)(A)条可被驱逐。《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6)(C)(i)条规定，任何外国人“通过欺诈或故意虚假

陈述重要事实，寻求获得（或已寻求获得或已获得）签证、其他文件或进入美国的许可或本法案规定的

其他利益”，即为不可入境。“隐瞒或虚假陈述是否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它们是否具有影响移民和归化

局决定的自然倾向。”Kungys v. United States, 485 U.S. 759, 772 (1988)；另见 Mwongera v. INS, 187 F.3d 323, 

330 (3d Cir. 1999)（引用 Matter of Kai Hing Hui, 15 I&N Dec. 288, 289 (BIA 1975)）；Matter of Bosuego, 17 I&N 

Dec. 125, 130 (BIA 1979, 1980)（指出如果虚假陈述“倾向于切断与外国人资格相关且很可能导致正确裁定

其应被排除的询问线索”，则该陈述具有重要性）。政府无需证明该陈述实际影响了该机构，只需证明

该虚假陈述能够影响或左右政府决定。United States v. Matsumaru, 244 F.3d 1092, 1101 (9th Cir. 2001)。

被申请人承认他在难民申请中未披露其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曾担任警察的前职，但主张这不属于重要事

实的虚假陈述。我们不同意。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难民事务司特别助理托德�加德纳——同时也是律

师和难民处理专家——作证称，未披露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的警察和兵役情况，将阻止就申请人是否作为

迫害者被禁止获得难民身份进行适当的询问。他说，提供这一信息会引发进一步询问，因为战争期间发

生了侵犯人权行为，尽管这不会导致申请自动被拒。

与被申请人的主张相反，国土安全部无需证明若非虚假陈述，被申请人将被拒绝给予难民身份。见 

United States v. Matsumaru, 244 F.3d at 1101；另见，例如，Ali v. U.S. Att’y Gen., 443 F.3d 804, 812-13 (11th 

Cir. 2006)。被申请人在其难民申请中故意遗漏其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曾担任塞族共和国特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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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政府是否给予其难民身份的决定。因此，被申请人的隐瞒构成对重要事实的故意虚假陈述，这

使他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37(a)(1)(A)条可被驱逐。3

B. 法外处决

我们还同意移民法官的结论，即国土安全部已以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实施、下令、

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了法外处决，因此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37(a)(4)(D)条可被驱逐。该

条交叉引用第212(a)(3)(E)条，该条经《2004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Pub. L. No. 108-458, 118 Stat.

3638，“IRTPA”）修订，使实施酷刑或法外处决的外国人不可入境美国并可被驱逐出境。4 具体而言，

IRTPA第5501(a)条，118 Stat. at 3740，修订了《移民与国籍法》第212(a)(3)(E)条，增加了以下规定：

(iii) 实施酷刑或法外处决行为

任何外国人在美国境外实施、下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实施——

(I) 任何酷刑行为，定义见《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40条；或

(II) 以任何外国法律名义实施的任何法外处决，定义见《1991年酷刑受害者保护法》第3(a)条（28 U.S.C. 

1350注），即为不可入境。5

3 如果被申请人暗示，他未披露其担任警察的情况应基于他声称从协助他填写申请的IOM官员处获得的建

议而得到原谅，我们不同意。“‘故意要件通过认定虚假陈述是蓄意和自愿的而得到满足。’INS不需要

证明欺骗意图；相反，知道陈述的虚假性就足够了。”Mwongera v. INS, 187 F.3d at 330（引用Witter v. INS, 

113 F.3d 549, 554 (5th Cir 1997)）；另见Espinoza-Espinoza v. INS, 554 F.2d 921, 925 (9th Cir. 1977)。被申请人不

争辩其未披露信息是有意的。因此，我们认定故意要件已得到满足。

4 该法第237(a)(4)(D)条也由IRTPA第5501(b)条修订，118 Stat. at 3740。

5 根据28 U.S.C. § 1350(3)(a) (2006)，“法外杀人”一词是指“未经依法组成的法院先前判决授权的蓄意

杀人，该法院提供文明民族公认不可或缺的一切司法保障。但是，该词不包括根据国际法在外国授权下

合法实施的任何此类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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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被申请人是否根据该法第237(a)(4)(D)条可被驱逐，DHS必须证明他“以法律名义”行事，并且他

“实施、命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法外杀人。被申请人在此期间的行为显然是以法律名义。

他1995年在Jahorina培训中心特别警察旅的服役是在该中心指挥官授权下，并且根据塞族共和国宪法，特

别警察在战时服从军事指挥。然而，即使他在1995年是一名不受军方控制的警察，就本法规而言，他在

受雇为塞族共和国警察时也会是以法律名义行事。

被申请人质疑移民法官的裁定，即DHS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命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

式参与”法外杀人。虽然该法未定义“命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这一短语，但司法部长在

迫害者禁令的背景下解释了该短语，称“法规中相关词语的通常含义足够宽泛，涵盖政治领袖向执行其

团体目标的人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包括煽动或鼓励的声明以及导致推进该团体暴力活动的行动。

”Matter of A-H-, 23 I&N Dec. 774, 784 (A.G. 2005)。这些术语“应给予宽泛适用”并且“不要求直接个人参

与迫害行为。”同上。“在确定资格禁令是否适用时，适当考虑相关行为的整体。”同上 at 785。

美国参议院关于2003年拟议的《反暴行外国人驱逐法》S.710, 108th Cong. (2003)的报告解释了指挥权作为

协助或参与迫害的一种形式的作用，并表明该立法意图具有广泛范围。S. Rep. No. 108-209, at 10, 2003 WL 

22846178, at *10 (Leg. Hist.)。2003年《反暴行外国人驱逐法》未作为单独立法通过，但该法案的法定语言

被纳入IRTPA，后者已颁布成为法律。报告指出，拟议法案“旨在堵塞美国移民法中的漏洞，这些漏洞允

许在国外实施严重形式人权侵犯的外国人进入并留在该国。”同上 at 1-2, 2003 WL 22846178, at *1-2。它还

进一步规定如下：

法定语言——“实施、命令、煽动、协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旨在涵盖与所涵盖行为直接或亲自相

关的人的行为，包括负有指挥责任的人。指挥责任在以下情况下使指挥官对非法行为负责：(1) 实施暴行

的部队是该指挥官的下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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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部队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其控制之下）；(2) 指挥官知道，或根据当时情况应当知道，下属已实施、

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非法行为；以及(3) 指挥官未能证明他已采取必要和合理措施以(a) 防止或停止下属实

施此类行为，或(b) 调查下属实施的行为以真正努力惩罚肇事者。实施这些罪行的未遂和共谋包含在“以

其他方式参与”的语言中。该语言涉及外国人应被追究责任的适当共谋程度范围，并且一直是广泛司法

解释和构建的主题。见Fedorenko v. United States, 449 U.S. 490, 514 (1981); Kalejs v. INS, 10 F.3d 441, 444 (7th

Cir. 1993); U.S. v. Schmidt, 923 F.2d 1253, 1257–59 (7th Cir. 1991); Kulle v. INS, 825 F.2d 1188, 1192 (7th Cir. 1987)。

同上 at 10, 2003 WL 22846178, at *10。

本条款引用的案件表明，存在一个行为连续体，从不符合法律标准的被动接受，到明显符合的主动个人

参与。见United States v. Schmidt, 923 F.2d at 1258（引用Fedorenko v. United States, 449 U.S. at 512 n.34）。一

般见Matter of J-B-N- & S-M-, 24 I&N Dec. 208, 213-14 (BIA 2007)（讨论国会以批准方式在立法历史中引用的

案件的特殊意义）。这些引用的案件也明确表明，即使一个人没有“亲自参与暴力行为”，也可以被认

定“协助”迫害。同上；另见Kalejs v. INS, 10 F.3d at 444（指出迫害中的“协助”是驱逐的独立依据，其“

可以从该人在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一般性质推断，因此一个单位实施的暴行可以基于个人的成员身份和

看似参与而归因于该个人”）。鉴于这一立法历史，我们认定，如果表明负有指挥责任的外国人知道或

应当知道其下属实施了法规所涵盖的非法行为，并且未能证明他采取了合理措施防止或停止此类行为或

调查以真正努力惩罚肇事者，则根据该法第212(a)(3)(E)条确立不可入境。

移民法官从记录整体中作出合理推断，认定被申请人协助实施法外杀人，因为他知道200名波斯尼亚穆斯

林将被非法杀害，即使他不知道，他也应当知道他们会被杀害。我们在这些事实认定中没有发现明显错

误。见Matter of J-B-N- & S-M-, 24 I&N Dec. at 215（在移民法官关于迫害者动机的事实认定中没有发现明显

错误）；Matter of S-P-, 21 I&N Dec. 486, 489-90 (BIA 1996)（指出迫害者的动机涉及事实问题）。

被申请人争辩说，他不知道200名被俘波斯尼亚穆斯林会发生什么，并且移民法官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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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说法是推测性的。然而，移民法官的认定是基于对整个记录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所作的合理推

论，而非基于推测。显然，“纯粹的推测和臆断‘不能替代客观和实质性的证据。’”Nuru v. Gonzales, 

404 F.3d 1207, 1226 (9th Cir. 2005)（引用Bandari v. INS, 227 F.3d 1160, 1167 (9th Cir. 2000)）；另见Salaam v. 

INS, 229 F.3d 1234, 1238 (9th Cir. 2000)（指出事实认定不能基于“无支持的假设”）。然而，“推论不是怀

疑或猜测。它是基于已知存在的另一事实而得出争议事实存在的有理由的、合乎逻辑的决定。”Siewe v. 

Gonzales, 480 F.3d 160, 168 (2d Cir. 2007)（引用Bickerstaff v. Vassar Coll., 196 F.3d 435, 448 (2d Cir. 1999)（内部

引号和括号省略））。只要推论得到“记录事实，甚至单一事实，以常识和普通经验的角度来看”的支

持，该推论就不是不允许的。Id. at 169。“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中得出推论是任何事实认定者的一项常

规和必要的任务”，并且“[在]移民背景下，移民法官是事实认定者。”Id. at 167。

移民法官基于证词和证据合理认定，被申请人在其部队于数日后参与抓获所涉200名男子和男孩之前，就

已知道Kravica仓库杀戮事件。例如，作为这些程序中的证据引入的ICTY Krstic审判判决认定，鉴于Drina 

Corps Command靠近该地区以及与大规模处决相关的噪音和高强度活动，该指挥部到1995年7月13日晚“

必定已充分知晓处决发生在Kravica仓库这一事实”。ICTY Krstic Trial Judgment, supra, at � 215。Butler表示

，鉴于被申请人紧邻Kravika仓库，他不可能没有听到大规模处决。此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院对

被申请人发出的国际逮捕令（也已作为证据采纳）称，被申请人“知道其下属参与了在Kravica处决被拘

留者”。

鉴于被申请人必定知道Kravica仓库杀戮事件，移民法官也有理由推断，被申请人协助了数日后其部队在

同一路段参与抓获的2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被非法杀害，因为他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们将面临类似的命运。

正如Butler作证的那样，当时众所周知塞尔维亚人正在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实施大规模杀戮。虽然没有证据

表明被申请人下令实施任何法外杀戮，但记录的整体支持他协助了此类杀戮的结论。这包括他的指挥责

任、他在场、他排的积极参与，以及认定他必定知道当时对其他处境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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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大规模杀戮正在进行，尤其是数日前在Kravica仓库附近的集体处决。

移民法官不必采信被申请人完全否认对在Bratunac-Konjevic Polje路上抓获的波斯尼亚穆斯林遭大规模处决

一事有任何知情或罪责的说法。6 她采信DHS通过专家证词和书证所呈现的事件版本，并未犯下明显错误。

在记录中存在其他可允许的证据观点时，移民法官不必接受被申请人的主张，即使该主张看似合理。见

Anderson v. City of Bessemer City, N.C., 470 U.S. 564, 574 (1985)（“在存在两种可允许的证据观点时，事实认

定者在其间作出的选择不能是明显错误的。”）；另见Blanco v. Mukasey, 518 F.3d 714, 721 (9th Cir. 2008)（

认定移民法官基于相反证据拒绝申请人看似合理的情况陈述并无错误）；Don v. Gonzales, 476 F.3d 738, 

744 (9th Cir. 2007)（指出移民法官不必以申请人主张的方式解释证据）。

移民法官合理驳回了被申请人关于对相关情况“不知情”的主张，认定其证词“多次被其他证人的证词

和文件所反驳”。例如，被申请人作证称，他在参与守卫和巡逻Bratunac-Konjevic Polje路期间不知道发生

任何大规模处决，并声称他从未听说过Kravica仓库杀戮事件。然而，Butler作证称，被申请人在Kravica仓

库杀戮事件发生时不可能不知情。被申请人声称他和他的手下在路上的驻扎时间仅为3或4天，具体日期

他记不清，而Butler作证称他们从7月12日一直驻扎到至少7月19日。

被申请人还声称，其排与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唯一接触是100至200名男子投降之时，他从未看到除运送这些

男子的三辆巴士外还有其他巴士沿该路行驶，并且当其排参与联合扫荡行动时，他们并未寻找“任何特

定目标”。然而，Butler作证称，在此期间该路上交通繁忙，包括7月12日和13日，当时数千名从Srebrenica

被带出后

6 被申请人作证称，当他看到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路上投降时，“他们会卸下武器并放在一起，在另一边，

[会放]他们的文件”，然后他们被巴士带走。Butler在另一背景下作证称，一般而言，将波斯尼亚穆斯林

与其身份证件分离是常见的，并且表明他们将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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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子和男孩分离的妇女和儿童被数十个巴士车队沿此路运送。此外，Jevic在为ICTY所作的转录访谈中

作证（该访谈已纳入本案记录），被申请人的排于7月16日和17日沿Bratunac-Konjevic Polje路进行扫荡行动

时遇到了死亡的波斯尼亚穆斯林。7 Jevic还表示，扫荡行动的目的是寻找逃跑的波斯尼亚穆斯林。

在迫害者条款背景下，事实认定者需要考虑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这一点已确立。见，例如，INS v. 

Elias-Zacarias, 502 U.S. 478, 483-84 (1992)（认定迫害者的动机可通过直接或间接证据确立）。通常情况下，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被申请人迫害了任何人，部分原因是缺乏受害者证人。见Kalejs v. INS, 10 F.3d at 444。迫

害者条款背景下的事实认定类似于法外杀戮背景下的事实认定。此外，与被申请人的主张相反，这里的

证据确立的不仅仅是男子在内战固有军事目标中 incidental 死亡的简单情形。相反，许多投降的男子和男

孩（往往是在人道待遇的幌子下）被抓获并随后被处决。此外，被申请人并未声称他当时或之后曾询问

过向其部队和其他人投降的200人发生了什么。

鉴于整体证词和证据，移民法官从记录中作出合理推论，认定被申请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200名男子和男

孩将被非法杀害。因此，DHS履行了其举证责任，确立被申请人根据该法第237(a)(4)(D)条可被驱逐。

被申请人另主张，将这一驱逐理由适用于他将构成不允许的溯及既往。确实，争议行为发生在1995年，

即2004年IRTPA颁布之前数年。然而，IRTPA规定，对该法第212(a)(3)(E)条和第237(a)(4)(D)条的修正应适

用于IRTPA“颁布日期之前、当日或之后实施的犯罪”。IRTPA § 5501(c), 118 Stat. at 3740。因此，他的主

张与法规的明确语言不一致。见Fernandez-Vargas v. Gonzales, 548 U.S. 30, 37 (2006)。

无论如何，“移民法官和本委员会均不得裁决我们所执行法规的合宪性。”Matter of Rodriguez-Carrillo, 

22 I&N Dec. 1031, 1035 (BIA 1999)。

7 在被申请人案件中作证时，Jevic表示他在ICTY面前的证词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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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书证和专家证词

被申请人另主张，移民法官据以认定其协助实施法外处决的书面证据和专家证言属于“明显不可采纳且

不可靠的证据”。尽管其先前律师最终在听证时表示对政府任何证据的可采性均无异议，被申请人仍主

张该律师未对该证据提出异议构成律师无效协助，剥夺了其正当程序权利，并应发回重审。

第一，被申请人在移民法官面前未对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异议，构成放弃，该问题未予保留以供本院上诉

审查。见 Matter of J-Y-C-, 24 I&N Dec. 260, 261 n.1 (BIA 2007)；Matter of Garcia-Reyes, 19 I&N Dec. 830, 832 

(BIA 1988)；另见，例如，Torres de la Cruz v. Maurer, 483 F.3d 1013, 1022-23 (10th Cir. 2007)。看来，下级律

师在最初提出一些证据异议后，作出了战术性决定，鉴于被申请人的否认，将其论点集中于证据是否足

以证明被申请人是否参与法外处决。见 Matter of Gawaran, 20 I&N Dec. 938, 942 (BIA 1995)（指出“在无恶

劣情形的情况下，外国人受⋯⋯律师‘合理战术行为’的约束”（引用 Matter of Velasquez, 19 I&N Dec. 

377, 383 (BIA 1986)））。

作为一般规则，要就律师无效协助主张获得支持，被申请人必须满足 Matter of Lozada, 19 I&N Dec. 637 

(BIA 1988), aff’d, 857 F.2d 10 (1st Cir. 1988) 中规定的要求。除实质遵守这些要求外，被申请人还必须证明

因律师无效而受到损害。Id. at 640。在审理本案的美国第9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内，当律师的表现如此不充

分，以致若非律师的过失，诉讼结果有合理可能不同时，即存在损害。见 Maravilla Maravilla v. Ashcroft, 

381 F.3d 855, 858 (9th Cir. 2004)。“要获得支持，被申请人[]必须表明前律师的行为如此恶劣，以致[使]听

证不公平。”Matter of B-B-, 22 I&N Dec. 309, 311 (BIA 1998)。

第9巡回法院已裁定，当记录反映出“明显且显而易见的律师无效协助情形”时，外国人无需严格遵守 

Matter of Lozada 的所有程序要求。Castillo-Perez v. INS, 212 F.3d 518, 526 (9th Cir. 2000)；另见 Ray v. 

Gonzales, 439 F.3d 582, 588 (9th Cir. 2006)。8 被申请人通过上诉新律师，

8 我们无意暗示对 Lozada 要求的这一例外应适用于本巡回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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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援引该例外，因为他未满足 Lozada 的要求，包括给予前律师对指控作出回应的机会，以及向适当的

纪律主管机构提出投诉。我们不同意本案中前律师的无效协助是明显且显而易见的。

在移民程序中，“采纳证据的唯一检验标准是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及其采纳是否基本公平。”Espinoza v. 

INS, 45 F.3d 308, 310 (9th Cir. 1995)；另见，例如，Nyama v. Ashcroft, 357 F.3d 812, 816 (8th Cir. 2004)；Matter 

of DeVera, 16 I&N Dec. 266, 268-69 (BIA 1977)。众所周知，联邦证据规则在移民程序中不具有约束力，移民

法官在采纳和考虑相关且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方面拥有广泛裁量权。Matter of Interiano-Rosa, 25 I&N Dec. 

264, 265 (BIA 2010)；Matter of DeVera, 16 I&N Dec. at 268；另见该法第240(b)(1)条，8 U.S.C. § 1229a(b)(1) 

(2006)；Navarrette-Navarrette v. Landon, 223 F.2d 234, 237 (9th Cir. 1955)（指出“行政法庭可以接收法院会视

为法律上不充分的证据”）。9 

被申请人主张，DHS 的书面证据本质上不可靠，因为未经认证且没有适当的保管链。10 在第9巡回法院，

外国政府的官方记录和公共文件可以通过 8 C.F.R. § 1287.6 (2010) 的要求或通过任何公认程序（包括联邦

证据规则）进行认证。Vatyan v. Mukasey, 508 F.3d 1179, 1182-83 (9th Cir. 2007)。提交证据的当事方所采用

的认证方法可能影响证据的权重，移民法官“保留广泛裁量权，根据所呈现的具体事实认定文件是否真

实”。

9 联邦证据规则虽无约束力，但可在移民程序中提供有益指导，因为特定证据根据联邦证据规则可采纳这

一事实“有力支持了采纳该证据符合正当程序的结论”。Felzcerek v. INS, 75 F.3d 112, 116 (2d Cir. 1996)；另

见，例如，Malkandi v. Holder, 576 F.3d 906, 916 (9th Cir. 2009)（指出虽然严格证据规则不适用于移民程序

，但所涉报告根据联邦证据规则本可采纳）；Matter of DeVera, 16 I&N Dec. at 270-71（认定一份文件被适

当赋予完全权重，因为其可靠性因属于联邦证据规则下的明示传闻例外而得到保证）。

10 被申请人还主张其英语不流利，因此 DHS 的书面证据不可采纳，因为未翻译成其母语。然而，移民程

序中不存在此类要求。比较 8 C.F.R. § 1003.33 (2010)（规定任何外文文件必须翻译成英文方可在移民法院

采纳）。无论如何，被申请人在听证时使用了法院提供的口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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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1185。根据联邦证据规则，认证“通过足以支持认定所涉事项即其提出者所主张之事项的证据即得

到满足”，并可通过“知悉情况的证人”的证言完成。见 Fed. R. Evid. 901(a)–(b)(1)。

在本案中，Butler 具体作证说明了 ICTY 如何从军事和警察设施的档案中扣押记录，并指出其本人参与了

一些调查搜查组和行动。他还讨论了 ICTY 为法庭程序进行的认证过程，包括文件如何被识别、编目和存

储。尽管他未参与扣押或存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交的具体文件，但他认出了在认证过程中加于这些文件

上的索引和控制编号。他具体讨论了证据中的各种文件，包括被申请人在战争期间服役的 MUP 记录、

ICTY 审判判决、国际逮捕令、视频以及视频片段中的照片图像。11 在 United States v. Vidacak, 553 F.3d 

344 (4th Cir. 2009) 中，该案涉及因波斯尼亚战争引起的与移民文件有关的虚假陈述而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

的刑事起诉，第4巡回法院基于 Butler 的证言维持了一些类似证据的采纳。12 此外，正如 Vidacak 法院所

讨论的，关于认证和保管链的问题一般涉及证据的权重，而非其可采性。Id. at 350（引用 United States v. 

Cardenas, 864 F.3d 1528, 1531 (10th Cir. 1989)）。 

被申请人还主张其律师本应反对 Butler 作为专家证人的资格，并声称 Butler 的证言应被视为不可采纳的传

闻。我们不同意。专家证人的定义很宽泛，即“因知识、技能、经验、培训或教育而有资格成为专家”

的人。Fed. R. Evid. 702；另见 Thomas v. Newton Int’l Enterprises, 42 F.3d 1266, 1269 (9th Cir. 1994)。专家拥

有“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将协助事实认定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Fed. R. Evid. 702；另

见 Matter of Marcal Neto, 25 I&N Dec. 169, 176 (BIA 2010)（指出移民法官可以就专家“在其知之甚少或没有

知识或实质专长的领域”依赖专家）。Butler 显然有资格作为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军事行动的专家作证。

Butler 在⋯⋯工作了7年

11 DHS 的一份证物包含 ICTY 的真实性证书和记录保管人签署的书面声明，该证书和声明本可在无证言

的情况下确立该文件的可采性。

12 尽管 Butler 未逐一提及 DHS 提交的每一份证据，但被申请人的律师后来撤回了对 DHS 任何证据的异议

，使得对具体文件的进一步解释不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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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军事分析师，具体协助战争罪起诉，是一名退休的美国陆军情报官员，此前曾

在海牙的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波斯尼亚战争罪法院和美国联邦法院作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问题的专家

作证。13 参见，例如，United States v. Vidacak, 553 F.3d at 347-49。此外，由于Butler是专家证人，他的证词

即使根据《联邦证据规则》也不构成不可采纳的传闻。“专家被允许将其意见建立在传闻证据之上，且

无需对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有亲身知识。”Aguilar-Ramos v. Holder, 594 F.3d 701, 706 n.7 (9th Cir. 2010)。此外

，专家意见可以包括专家从现有事实和数据中得出的合理推论。参见Fed. R. Evid. 703。因此，Butler的证

词是可采纳的，他根据证据中的事实作出推论并作证是适当的。14 此外，他的证词显然足以支持移民法

庭采纳DHS的证据。15 此外，即使DHS的任何证词或书证，例如Jevic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作证的笔录，

在联邦法院可能构成不可采纳的传闻，仅此事实也不会使该证据在移民程序中不可采纳。

13 认定专家证人有资格作证的移民法官可以对证词给予不同的权重，取决于专家资格的程度，或基于与

证词对案件中所涉具体事实的相关性、可靠性和整体证明价值有关的其他问题。例如，Butler受雇于DHS

并曾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工作这一事实，可能影响移民法官选择给予其证词的权重，但不会使

该证词不可采纳。参见Tun v. Gonzales, 485 F.3d 1014, 1027 (8th Cir. 2007)（指出参与倡导组织可能影响专家

证词的权重，但不构成排除该证词的充分依据）；另参见Akinfolarin v. Gonzales, 423 F.3d 39, 43 (1st Cir.

2005)（指出认定专家宣誓书缺乏可靠性的理由——该理由被认定足以排除证据——也可以替代性地用于

在采纳证据后减轻给予该证据的权重）。一般参见Fed.R.Evid. 702（讨论专家证词的相关性、专家证人的

资格以及专家意见的可靠性）。14 第四巡回法院认定，Butler在联邦法院案件中作证所涉及的外国政府文

件不属于不可采纳的传闻，因为它们属于《联邦证据规则》第803(8)条的传闻例外，该条涉及公共机构的

记录和报告。United States v. Vidacak, 553 F.3d at 351。15 答辩人还主张，就答辩人难民申请中的遗漏作证

的Gardner不应被允许作证，因为他没有处理答辩人的申请，且除在听证会上审查其难民申请外，对答辩

人的案件一无所知。然而，作为在难民处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美国政府官员，Gardner有资格作为专家

作证，并就某些事实若被知悉是否会影响政府决定是否批准申请发表意见。参见United States v.

Matsumaru, 244 F.3d at 1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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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法院构成不可采纳的传闻，这一事实本身不会使该证据在移民程序中不可采纳。如果传闻可靠且

具有证明力，则在移民程序中可以采纳。参见，例如，Kim v. Holder, 560 F.3d 833, 836 (8th Cir. 2009)；

Matter of Grijalva, 19 I&N Dec. 713, 722 (BIA 1988)；另参见Duad v. United States, 556 F.3d 592, 596 (7th Cir. 

2009)（指出任何禁止移民程序中传闻证据的规则将对许多寻求庇护者非常不利）。然而，传闻的性质可

能影响证据的权重。参见，例如，Gu v. Gonzales, 454 F.3d 1014, 1021 (9th Cir. 2006)；Chen v. Gonzales, 434 

F.3d 212, 218 (3d Cir. 2005)；Matter of Kwan, 14 I&N Dec. 175, 177 (BIA 1972)。移民法官认定DHS提交的证据

具有相关性和证明力，并在作出事实认定时适当考虑了这些证据。我们不同意本案涉及因先前律师未对

该证据提出异议而导致的明显且显而易见的无效协助。因此，我们认为答辩人在这方面的主张没有依据。

D. 口译问题

答辩人接下来概括地质疑口译员的胜任能力，并正确地指出“胜任的翻译是充分和公平听证的基础。

”Perez-Lastor v. INS, 208 F.3d 773, 778 (9th Cir. 2000)；另参见Matter of Tomas, 19 I&N Dec. 464, 465 (BIA 1987)。

在此类质疑中，答辩人必须证明口译员未胜任地履行职责，且其听证因该失败而受到损害。Hartooni v. 

INS, 21 F.3d 336, 339-40 (9th Cir. 1994)。答辩人在此未满足任一要求。在上诉中，答辩人引用了一些不完美

英语的段落，他假定这些段落基于不准确的翻译，以及笔录中一些混乱的例子，例如口译员要求证人重

复其部分回答并缩短回答以便她逐字口译。然而，答辩人未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实质性证词未被翻译或翻

译错误。一般而言，当证人通过电视视频作证时，口译更具挑战性，本案即是如此。口译员要求澄清或

对口译作出更正并不必然表明口译不充分，反而可能表明其力求尽可能准确。此外，答辩人未表明“更

好的翻译会对听证结果产生任何影响。”Singh v. Ashcroft, 367 F.3d 1139, 1144 (9th Cir. 2004)。答辩人未指明

移民法官在何处依赖不完整或错误翻译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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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其决定，且他未表明结果会有任何不同，特别是考虑到移民法官认定DHS的证据满足了本案中政府

的举证责任。

E. 终止驱逐程序

答辩人还寻求终止程序，主张移民法官缺乏处理本案问题的管辖权，且即使她有管辖权，程序也应被禁

止，因为答辩人在2008年3月这些程序启动前5年多已获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答辩人主张本案许多基本问

题涉及国际法和战争罪，移民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或权限，这完全缺乏依据。与答辩人的主张相反，这

些是民事移民程序，其目的是确定他是否有资格留在我国，而非因他在母国的犯罪或其他行为惩罚他。

一般参见INS v. Lopez-Mendoza, 468 U.S. 1032, 1038 (1984)（指出驱逐或移除程序的目的是惩罚过去的违法

行为，且“[过去的行为只有在可能说明答辩人留在美国的权利时才具有相关性”）。如上所述，是答辩

人选择在美国申请并获得难民身份，且他在此方面的陈述不真实。这些程序的要点在于他是否有权维持

他后来在美国获得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的特权。移民法院显然具有裁决这些事项的法律权限。参见该法

第240(b)(1)条；8 C.F.R. §§ 1003.10(b), 1240.1(a)(1) (2010)。我们也不认为这些程序因撤销合法永久居民

身份授予的诉讼时效而被禁止。要撤销调整身份的授予，DHS可以根据该法第246(a)条，8 U.S.C. § 

1256(a) (2006)，启动撤销程序，或根据第240条启动移除程序。参见Biggs v. INS, 55 F.3d 1398, 1401 (9th Cir. 

1995)。撤销程序必须在外国人调整身份后5年内提起。参见该法第246(a)条。然而，该法对移除程序没有

此类时间限制，移除程序可以在任何时候提起。参见Biggs v. INS, 55 F.3d at 1401 & n.3。与答辩人的主张相

反，DHS有权启动这些移除程序，且5年诉讼时效不适用。参见Matter of Belenzo, 17 I&N Dec. 374 (BIA 

1981)。答辩人敦促我们根据Garcia v.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553 F.3d 724 (3d Cir. 2009)改变我们

的解释，该案认定根据该法寻求撤销调整身份授予的5年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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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国籍法》第246(a)条也适用于遣返程序。另见Bamidele v. INS, 99 F.3d 557 (3d Cir. 1996)。然而，该

判例与本案所在的第9巡回法院的法律不一致。见Garcia v. Att’y Gen. of the U.S., 553 F.3d at 728 n.4；另见

Monet v. INS, 791 F.2d 752, 754 (9th Cir. 1986)；Oloteo v. INS, 643 F.2d 679, 681-83 (9th Cir. 1981)。我们在裁决

发生于某一巡回法院的案件时，通常遵循该巡回法院的判例。Matter of Anselmo, 20 I&N Dec. 25, 31 (BIA 

1989)。

此外，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处理方式与整体法定体系和国会意图相一致。见

Matter of C-T-L-, 25 I&N Dec. 341 (BIA 2010)（适用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 Def. Council, Inc., 467 

U.S. 837, 866 (1984)）。遣返程序不同于撤销程序，并且对外国人提供了更大的程序保障。Stolaj v. Holder, 

577 F.3d 651, 656 (6th Cir. 2009)。此外，国会修订了《移民与国籍法》第246(a)条，以澄清在启动遣返程序

之前无需撤销外国人的永久居民身份。见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 

Pub. L. No. 104-208, § 378(a), 110 Stat. 3009-546, 3009-649；Kim v. Holder, 560 F.3d 833, 836-38 (8th Cir. 2009)。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巡回法院采纳了第三巡回法院关于启动遣返程序适用5年诉讼时效的观点。见Garcia v. 

Att’y Gen. of the U.S., 553 F.3d at 729-31 (Fuentes, J., dissenting)；另见，例如，Stolaj v. Holder, 577 F.3d at 

655-56；Asika v. Ashcroft, 362 F.3d 264 (4th Cir. 2004)。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维持移民法官关于对 respondent 

适当启动遣返程序的裁定。

F. 其他免于遣返的救济

最后，respondent 请求将案卷发回，以便他能够寻求庇护、暂缓遣返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下的保护，该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供签署，G.A. Res. 39/46.

39 U.N. GAOR Supp. No. 51, at 197, U.N. Doc. A/RES/39/708 (1984)（1987年6月26日生效；对美国于1988年4

月18日生效）（“《禁止酷刑公约》”），理由是他担心因其在战争期间的服务而因战争罪受到刑事起

诉。鉴于 respondent 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第237(a)(4)(D)条可被遣返，他在法律上不符合庇护、暂缓遣

返以及《禁止酷刑公约》下暂缓遣返的资格。《移民与国籍法》第208(b)(2)(A)(i)条、第241(b)(3)(B)条，

8 U.S.C. §§ 1158(b)(2)(A)(i), 1231(b)(3)(B) (2006)；8 C.F.R. §§ 1208.13(c), 1208.16(d)(2) (2010)。

463



中文参考译文 � 美杰华咨询 | 移事通科技 20

原文第 20 页 � 中文译文

引用为 25 I&N Dec. 445 (BIA 2011)

临时决定 #3708

然而，respondent 在法律上有资格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寻求暂缓遣返，而移民法官未在一审中考虑这一

问题。因此，我们将案卷发回移民法官，唯一目的是为 respondent 提供机会以证明其有资格获得此类保

护。见8 C.F.R. §§ 1003.1(d)(3)(iv), 1208.16(c)(4)。在发回案卷时，我们对 respondent 保护请求的实体问题

不作任何判断。见Matter of Interiano-Rosa, 25 I&N Dec. at 266。据此，respondent 的上诉将部分获准、部分

驳回，案卷将发回。

命令：上诉部分获准，部分驳回。

进一步命令：案卷发回移民法官，以便按照上述意见进行进一步程序并作出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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